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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河灾害研究综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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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同时它又被称为灾难河，自战国时期开始，黄河泛

滥成灾的记录不绝于书。然而，黄河本身无利害之分，用人类的智慧对其进行治理和利用才是关键。从大

禹到东汉王景和元代贾鲁以及新中国时期，都曾有过成功治河的实例。因此，对于黄河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的界定，不能仅凭几次河患灾害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而应做通盘认识，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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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
尧咨嗟。”［１］１６０黄河，在中国历史具有极高的地位。

但是累年不绝的河患造成了巨大灾害，因此历代均

注重黄河的治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济南成

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全面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

作。由于黄河对于民生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

响和作用，众多的学者、机构从多个方面对黄河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其河道的历史变迁及其影

响［２－５］，研究黄河河患形成的原因与特点［６－１０］，研

究历代统治者的治河政策及其措施［１１－１３］，或者从社

会史和环境史的角度探讨河患与移民、河患与生态

环境等问题［１４－１６］。在这些众多的研究中，关于黄河

地位与作用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观点

认为黄河是一条灾难河，它给国家和人们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黄河是一条母亲河，是

延续中华民族的血液。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时

期，如何看待黄河的功过，如何对其灾害做出恰如其

分的鉴定，是每个黄河研究者所必须正确认识的问

题，也是做出合理治河决策的基础。本文首先粗略

回顾以上两种关于黄河的意见，再提出评论黄河历

史地位与角色的三点认识，以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黄河的两种观点的回顾

一些学者认为，黄河为害的成分居多，是一条灾难

河。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黄河的决口、

改道，给下游地区造成深重的灾难。例如，邹逸麟教授

在《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一文中将黄河造



成的灾难概括为：洪水和泥沙淹没了农田和城镇，留下

了大片碱地和沙荒；黄淮海平原上河流的淤浅和水运

交通的衰落；平原洼地的湖陆变迁。［１７］１１－２０可见，这不

仅是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史问

题。第二，黄河的泛滥对下游海岸线的变迁产生较大

影响。这里主要是指黄河泛滥，使得海岸线不断向海

推进，最终导致海岸发生本质的变化。以江苏省为例，

在南宋至清中叶（１１２８—１８５５年）的这段时期内，由于
黄河大规模南泛，长期夺淮入海，使海岸线不断向海推

进；而且河水的冲刷使北部海岸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

曲折侵蚀性的岩岸、沙岸转化为平直的淤泥质堆积海

岸，海岸带的地貌形态和动态产生新的特征。清中期

以后，江苏沿海地区的海岸变化以大喇叭口划分为南

北两种类型，大喇叭口以北的海岸以侵蚀为主，海进陆

退，大喇叭口以南的海岸继续呈现不断淤长的态势。［１８］

第三，黄河的泛滥还使其他内陆运河被淹，并致使其运

河功能衰落。如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御河———隋唐时

期永济渠的南段———在隋唐时期的军事运输和漕运河

北之粟入渭方面，曾扮演着重要角色。北宋时，御河在

军事上的防御和加强中原地区与北方边疆的联系中具

有重要作用，但自从神宗元丰年间，黄河于小吴决口

后，黄河水北流汇入御河，导致御河或数为涨水所冒，

或亦湮没，其内陆河所具有的漕运之利逐渐消失，御河

最终成为一条淤河。［１９］

然而，也有学者对黄河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一

条母亲河。他们的理由如下：第一，黄河是中华文明

的诞生地。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及

其孕育，全在黄河流域，而且自春秋战国下迄汉唐盛

世，中国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时期，便在黄河流域发

皇滋张。那时的长江还占不到重要的位置……总之

……就乾隆以前的中国史看，上半部以黄河流域为

中心，而后半部以长江流域为主脑，大体上却是黄河

流域代表的文化还超在长江流域所代表的文化之

上”［２０］２３９。岑仲勉先生则将其具体为：“两汉、隋唐、

北宋和明清七大朝代，黄河皆担任着艰巨的任务，其

间较为沉寂的，只有北朝及金、元两时期各约二百

年。光荣的历史都那样悠久”，而长江“除了近世百

年以外，只有从东晋南渡起到隋文帝平陈止及南宋

一朝，才算对南朝充任了两个时期的艰巨任务”。

因此，岑仲勉先生认为：“近世人的看法，江河比重，

当然江胜于河。可是比量他们旧日的历史，则无论

政治上、经济上，江所负的使命都远赶不止河那么重

要，活跃的时间也不像河那么长久。”［２］７１５第二，黄河

一线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北方农业的发展。如郑

国渠“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

洛，三百余里……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

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白渠 “广袤二百

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民得其饶，歌之曰：‘田

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

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

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２１］正是这一系列
的水利工程，促进了我国黄河流域一线农业的发展，

奠定了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第三，黄河

泛滥所堆积的泥沙和形成的沿海平原是潜在的土地

资源，有利于缓和今天人多地少的矛盾。黄河入海

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平原地区堆积，长年下

来，形成了河口三角洲和一系列的沿海平原，而这些

将成为我国宝贵的国土资源。

二、关于黄河利害观的三点认识

持黄河是灾难河的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基于黄

河大量的泥沙和河患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稽考

史册，此确有明文记载而不可回避；认为黄河是母亲

河的学者，则以黄河繁衍哺育了黄河流域的先民，创

造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华夏农业文明自解，此亦是

实情，见诸讴歌而不可抹杀。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

黄河之历史地位？笔者愚见，要全面、正确评价黄河

的地位，需要做一通盘的考虑，不能凭几次河患灾害

或者几个对后世有利的水利工程来论断。否则，同

是一条河，为何在这一朝是人人歌颂的利河，到另外

一朝便成为众人厌弃的害河？为何在前代安流，在

后代便泛滥成灾？

首先，笔者赞同黄河产生中华文化的深层原因

在于与黄河交叉的各条水系所形成的桠杈地带，而

不仅仅是黄河本身。“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

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

流入黄河的桠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

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

黄河的桠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

部，黄河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桠

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渭、伊、

洛、汾等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之两岸及其流进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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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适宜古代农业之发展。而

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具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

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合宜于人

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则为他们当

时相互交通的孔道。”［２２］正是黄河及其周围诸水系

的相互作用，才创造了适宜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环

境。否则，单单一条黄河，如何担负得起这一历史的

作用？

其次，在春秋以前，黄河在繁衍我们先民、哺育我

们文化方面是起着积极作用的；其泛滥为害是进入战

国秦汉以后的事，而且其大规模的泛滥起于唐天宝以

后。其实，商朝的迁都，并非远离黄河，恰恰是靠近黄

河。有学者研究认为：“仲丁迁?，河甲居相，祖乙

居耿，虽然《史记》说‘河数为败’，而殷都却始终近

河。尤其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

迁都。而殷墟在当时，亦是沿着古黄河的一地。及至

殷纣，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邱，皆为离

宫别馆，聚众百万，左饮淇水竭，右饮洹水不流。”①可

见，其盛况非比一般。岑仲勉先生也考证认为：“商

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

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

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

决有关。”［２］１２１至西周，由于其都域地处黄河之上游，

其发皇滋张，得河之助，可不具论。单就西周所封之

诸侯来看，从《诗经》的歌咏中也可以想见当时发展

的景况和黄河诸水的得力。如《邶风·新台》云：

“新台有?，河水弥弥……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睟风·柏舟》云：“?彼柏舟，在彼中河。”《睟风·

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

矣。”《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卫

风·硕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違違，

鲔发发。”《卫风·竹竿》又云：“??之竿，以钓于淇

……淇水鴅鴅，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再

如，《魏风·汾沮洳》中的“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魏风·伐檀》中的“河水清

且涟猗”，《小雅·瞻彼洛矣》中的“瞻彼洛矣，维水

泱泱”。从这些歌咏中，可以看出黄河流域在当时，

是多么的繁荣，处处有水，处处见水之可爱。这时的

黄河，或为绿竹聚集之地，或为种桑采桑之所，或为

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乐园，或为踏青游玩的风景之

地，或为鱼奔虾跳的欢乐场面，或为垂纶长川的闲情

乐处，并没有泛滥的景象和流民失所的哭声。

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变法，兴修水利，以水为战，

以邻为壑，导致黄河多次为害。战国时期，各国竞筑

堤防，“壅防百川，各以自利”，而且实行水战。据

《资治通鉴》卷一载：“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

子，襄子不与。帅韩魏之甲，攻赵氏于晋阳。三家以

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智伯乃曰

‘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２３］１２自此以后，开决

诸水为战之端，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齐宣

王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秦

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

灌大梁城。大梁城坏。”

至汉代，黄河泛滥的后果更加严重。汉武帝时

河决瓠子，洪水泛滥，所及达十六个郡，历时二十余

年，“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

至东汉王景治河后，八百余年间，不闻河患。② 唐天

宝后，河朔之地，久为藩臣割据，纵有河事，不闻于朝

廷，导致河事日衰。进入五代，其政治不上轨道，藩

镇称雄。其中，各藩镇多为武人掌控（其藩帅、郡

牧、刺史等皆用武人），武人恃勋骄恣，酷刑暴敛，又

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爵，割剥蒸民。

而各藩镇间，互相攻伐，以劫财为务。各藩镇虽杂用

文人掌书记（如李克用之用李袭吉，朱温之用敬翔，

魏博之用李山甫等）、为副使、判官，然藩镇皆武夫，

其恃权任气，多蔑视文人，或至非理戕害，最酷者莫

如张彦泽杀害其幕僚张式，将其剖心决口，断手足而

斩之。更甚者，藩镇之兵，骄横跋扈，视变更主帅如

儿戏，如唐明宗、唐废帝、周太祖等皆由军士拥立，朝

廷无法，亦只能姑息之。［２４］藩镇既然不受朝廷之节

制，多为患于政治，为害于生民，故兵乱不绝，而兵乱

又屡次决河水以战。梁贞明四年（９１８年），谢彦章
攻杨刘，决河水以限晋兵。至唐同光二年（９２４年），
因梁贞明四年所决河，大为雷、濮等州患，唐主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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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钱穆在《古史地理论丛》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下自注：“此据《竹书纪年》，上‘七’字误，殆为二百七十三年。”

黄河在东汉王景治理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安流时期。其期限有说七百余年，有说八百余

年，也有说九百余年的。说法不一，此据谭其骧等人的主张，取八百余年。



人塞之，既而复坏，危害不小。可见，进入五代后，政

治动荡，兵祸连绵，社会的治安、百姓的安定受到极

大的威胁。因此，很少有人顾及黄河的治理，甚至不

惜人为地决河为战，破坏黄河的流向。北宋和南宋

初，常年战乱更是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亦无暇顾

及黄河的治理。因此五代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有黄

河大规模泛滥为害的记录。

最后，黄河为害，咎不在黄河本身，而在于利用

黄河的后世人，其智慧和能力不足以运用黄河，而导

致其为害，即人为因素占极大作用。黄河最早的治

理，应为共工和伯鲧，其法主要是高筑堤防。至大禹

治理黄河时，开始采用疏导与分流的方法，终于解决

河患问题，定九州，序贡物。战国至秦汉，由于各国

竞筑水利，以水为战，以邻为壑，导致黄河河患日益

严重。西汉王莽时期，黄河于魏郡决口，王莽以保护

祖坟为借口，竟不治，听任其自流，使得黄河大改道，

蹂躏河济之地，为害六十余年。至东汉王景治理黄

河后，方安流八百余年。① 亦可见人事之重要也。

据《资治通鉴》记载：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

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

未宜兴役。乃止。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

衮、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
!

兴他役，不先民急。

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

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荥阳东

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

注，无复溃漏之患。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河汴分流，复其旧迹。［２３］１４５３

《后汉书·王景传》载：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

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

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

涧，防遏卫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

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２５］

岑仲勉先生将王景治理黄河成功的原因概述

为：１．根据自然的分流而加以整理；２．针对沙泥的淤
积而量作分移。［２］２７６－２８０盖当时河患，亦非昔日的堵

塞、筑堤坝能治理，必须分流。西汉的贾让提出著名

的治河三策作为治理黄河的根本原则，其要亦在此。

而王景的成功，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即据时势而加以

损益。后世治理黄河的人，主要也是遵循这两条道

路：分流和束河固堤。治河者智识水平不同，其采取

的方法也因人而异，其成效就也不同。此处以元明

两朝为例来做一简述。元代治河，以贾鲁为代表。

其经过，见于《元史》一八七《贾鲁传》所记载：

至正四年，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

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

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

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九年，太傅、

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鲁复以前二策

进，丞相取其后策。……十一年四月，命鲁……

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

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

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

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

一月诸扫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２６］

邹逸麟教授将贾鲁治河的成功概括为“亲自踏勘

了黄河下游河道，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总结了前人治

河经验，设计了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有计划有步

骤地进行施工”。另外，贾鲁的“疏塞并举”，准确地说，

应是“疏、浚、塞三者并举”。因此，邹逸麟认为岑仲勉

先生对贾鲁此策的批评（岑仲勉先生在《黄河变迁史》

一书中认为此策略之失在于湮塞北河，只疏通南河，导

致不能尽泄黄河之水）是隔靴搔痒，未能把握问题的实

质。［１７］５６这是元代治河的主要情况。

至明代，河患依然严重。明人治河，率多主义与

５５第５期　　　　　　　　　　　　　　　李明奎：基于黄河灾害研究综述的思考

①黄河经东汉王景治理后，何以出现一长期安流的局面。学者进行了多方的探索，有说是王景治河的技术好，有说
是当时的社会稳定、政府重视等，而谭其骧教授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

在于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主，因此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的泛滥

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

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１９６２年第２期。此文又收入谭氏《长水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这一观
点，对于学者们长期纠缠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解答。其实，治理黄河的根本，在于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

游的蓄水排沙工作同时进行，从全河治理着眼，单靠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并不能解决河患问题。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亦

属于人的意识范畴，即人的因素（或说是人事）占主要作用。



议论，很少亲自实践。以《明史·潘季驯传》为例，

万历初年，河决崔镇，黄水北流，高堰湖堤大坏，淮、

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

忧。时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

挚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其后，吴桂芳

卒，潘季驯以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初至河上，历虞

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后，上疏请复故河，因给事

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及河南抚按

亦陈三难的缘故，不得实行。而在治河这件事情上，

最体现明人善议论之风的，则数万历二十年的泗州

大水事件。当时，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朝廷官员

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

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

以泄淮口，议者不一。对此，潘季驯主张祖陵乃王气

所中，不宜轻泄，而巡抚陈于陛、巡按高举等认为周

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双方争持不合，潘季驯

最终辞官。［２７］而且明人治河，又诸多畏忌。他们既

怕罹伤田庐，又恐毁坏城郭；既恐妨碍运道；又恐惊

扰陵寝；既恐拖延日月，又欲节省金钱；这还不算严

重，严重的是异地之官和异职之使，他们以职权和地

理为由，竞护其界，各争其利。因而明人治河成败的

关键，在于不能发现和抓着治黄的重点作为决定方

针的基据，所以，其治河策略及举措都有举棋不定之

感。即以潘季驯治河而言，他曾四次奉命治河，前后

长达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

下及木石桩埽，综理纤悉，并以束河冲刷、坚固堤防

为治河方针，反对分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

患，颇获时人称颂。然其失在于虽晓得“必先求河

水自然之性”，却未能抓着自然性最重要的一点，虽

晓得“治河无一劳永逸之道，惟有补偏救弊之策”，

却一成不变，未能做到随时补偏，没有把理论和实践

密切结合，这是其认识不真所致。［２］５１４－５３９

可见，黄河之治，除了政治安定、国家重视、治理

之权统一等因素外，还取决于人的智识。尽力地去

治总比放任自流好许多，然在治理中，人的智识，即

其认识水平和治理技术的差异，导致了治理成效的

高低。其实，黄河治理的根本在于维护中上游和河

谷地区的水土之稳定，减少入河的泥沙，①再加上下

游地区的分流、固堤，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下游泥

沙淤积、河水狂泛的问题。因此，岑仲勉先生对民国

初期至抗战时期国内所提出的几种治河主张，其中

最赞同保持土壤的策略，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治黄

方法”。谭其骧先生也认为：东汉王景治河后，黄河

出现了一长期的相对安流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此

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以畜牧为

主，较好地保持了这一地区的水土。而此后黄河泛

滥为害，亦主要由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

式发生了改变———由畜牧转向农耕。因此，今后治

理黄河的根本在于改进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

方式，使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

营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这一地区土壤的保持。［２８］但

是，此种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人们意识到，并在

实际中认真执行。② 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古人治

河的成绩，更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前人，毕竟他

们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智识做了最大

的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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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河害的根源在泥沙。黄河平均年径流量４６０多亿ｍ３，（据《黄河水帐已基本算清》一文，黄河平均年径流量５８０亿
ｍ３，载《冶黄科技信息》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年平均输沙量高达１６亿ｔ，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为３５ｋｇ，每年平均有４亿 ｔ泥沙
淤在下游河道里，迫使下游河床不断提高。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山西、陕西黄土高原地区。河口镇至龙门区间流域面

积１３万ｋｍ２，占全流域面积的１７５％ ，水量占１５％ ，来沙量却占全河的５６％。（见张岳、周文浩《黄河治理的难点在泥
沙》一文，载《中国水利》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下，到１９５７年底黄河
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甘肃省初步完成控制面积３４万ｋｍ２，陕西省初步控制水土面积１９５１万ｋｍ２，山
西省１９５６年就完成初步控制面积１１４ｋｍ２。（见水电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治黄研究组《黄河的治理与开发》，上海教育出
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并且，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广泛开展包括修建干支流水库、打淤地坝、修梯田、植树种草在内的水利、水土
保持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至１９８４年，河口镇以上地区初步治理面积已占水土流失面积的１０％，河口镇至龙门及
渭河、北洛河、汾河流域占３０％。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８０年，黄河中上游水利、水保工程年平均拦沙高达５２亿ｔ，其中支流水
库占２７１％ ，淤地坝占５４％ ，梯田占６７％。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８３年，年平均拦沙３２５亿ｔ。（见张岳、周文浩《黄河治理的
难点在泥沙》一文，载《中国水利》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三、结　语

综上可知，黄河可以为害，也可以为利，由其评

价的角度不同而有灾难河和母亲河的称谓。其实，

黄河本身并不具有利河或是害河的区分，其为利为

害取决于运用黄河的人的智识。当人们的智识足以

驾驭黄河时，黄河便安流数百年，造福于两岸的人

们；反之，则泛滥无拘，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危

害。因此，对于黄河的评价，应将其与各时代人们对

黄河的认识与运用措施结合起来，具体分析。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在济南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全面

指导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一改黄河分区治理为全

流域统一治理和开发。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认识

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治理黄河再也无法简单地用堵

和疏加以解决，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将自然环境、技术

科学和经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庞大而复杂的系

统工程，而治河的根本在于保持中上游的水土，减少

泥沙的排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治河者将中

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和下游的分流与固堤、调沙相

结合，双轨齐下，终于稳定了黄河，五十年未见河患。

这一措施，即谭其骧教授实现黄河中上游地区“山

区园林化，沟壑川台化，坡地梯田化和耕地水利化”

的治河具体措施，也即史念海教授在《由历史时期

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一文中提出的

“解决先决条件（确保黄河下游在一定的时期内不

发生决溢事故），然后保持水土（阻碍中游的泥沙入

河和治水排沙工作），最后采用疏导方法，对下游地

区进行排沙”的治河方略。

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治河理念得到

新的发展，人们提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理论框

架，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是黄河

治理的终极目标，而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污染

不超标、河床不抬高是体现其终极目标的四个主要

标志。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广泛

涉及水利、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等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① 除此之外，人

们还积极探索科学技术在治河中的应用，这是人们

对运用黄河的智识提升的结果。近年来，许多高校

和地区纷纷建立黄河研究中心并为黄河的治理献计

献策，如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山东省黄

河三角洲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黄河研究

中心等。这些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黄河防

洪减灾及河道整治、黄河非恒定泥沙输移机理及模

拟方法、黄河水利资源的利用与生态建设、黄土高原

区土壤侵蚀规律及水土保持、黄河的水污染治理、黄

河治理方略及数字黄河等，并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发

行研究刊物等形式向政府决策贡献力量，为黄河治

理集思广益。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推

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完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等

基本主张。单生态文明建设一项，就提出必须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

远大计”。这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其对于

治理黄河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在，黄河有时

也出现了断流的情况，使人不能看到“黄河万里触山

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

射东海”［１］３８１的雄伟气势，但在新时期人们治理黄河

理念的指导下，在人们的全面治理与安全利用下，黄

河造福于社会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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